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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陵”指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称王以后的秦国陵墓，即秦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

襄王及其王后、太后的陵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和《括地志》等文献记载，战国秦王葬地

主要有两处，秦惠文王公陵、悼武王永陵位于渭河北岸、都城西郊的咸阳原上，昭襄王和庄襄王葬于渭河

南岸的芷阳，在都城东南约20多公里处。秦孝文王寿陵位置失载。

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芷阳陵区位于骊山西麓，灞水右岸，总面积约27.5平方公里。在陵区内共发现

四座陵园，其中一号陵园居中，内有“亚”字形主墓二座；二号在其东北，内有“中”字形大墓一座，“甲”

字形大墓三座；三号在其西北，内有“中”字形主墓一座；四号在其西南，内有“亚”字形主墓一座，“甲”

字形大墓二座〔图一〕。各陵园均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坑及地面建筑
‹1›
。

21世纪以来，在位于咸阳原的汉成帝延陵东侧的严家沟村，汉平帝康陵东北侧的周陵镇，汉哀帝

义陵东北的司家庄村又发现三座战国秦陵园〔图二〕。严家沟秦陵和周陵镇秦陵均有双重围墙，各有二座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国秦陵研究”（项目编号：14BKG020）成果之一。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第48－51页；陕西省考古研

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第19－28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第22－30页。

战国秦陵研究 *

梁  云  王欣亚

内容提要  本文系统探讨了战国秦陵的墓主、选址、共性及个性特征。认同并补证了学

界关于芷阳一号陵园葬秦昭王与唐太后、芷阳四号陵园属宣太后、严家沟秦陵为“公陵”、

周陵镇秦陵为“永陵”的意见；提出了司家庄秦陵的墓主为孝文王、“韩森冢”的墓主为

叶阳后的观点。认为秦称王后在都城西郊开辟了咸阳原陵区，随着都城向渭南扩张，又

出现了芷阳陵区。本文还归纳了战国秦陵在陵园形状、墓形、建筑、陪葬坑、祔葬墓等

方面的共性特征。又根据其内部差异，将之分为“咸阳原类型”和“东陵类型”，认为前

者充分借鉴了东方列国、尤其是魏国陵园制度，呈现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后者

在某些方面趋于守旧，则为本土保守派势力回归传统的选择 ；而夏太后陵、乃至后来秦

始皇陵园的规划设计，是二者发展、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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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字形大墓
‹1›
。司家庄秦陵的

陵园由三道围沟环绕而成
‹2›
，还

发现内陵园的东围墙遗迹
‹3›
；内有

“亚”字形、“甲”字形大墓各一座。

整个陵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

2004－2007年在西安南郊神

禾原上发现的战国秦陵园，有兆

沟、夯土园墙、一座亚字形大墓、

13条从葬坑〔图三〕。墓中出土

了带“五十九年”刻铭的马具，“私

官”陶文的茧形壶，以及“北宫乐

府”文字的石磬
‹4›
。学界一般认为

陵园的主人是秦始皇亲祖母夏

太后
‹5›
。

2011年在对西安市东郊新城

‹1›   刘卫鹏、岳起《咸阳塬上“秦陵”

的发现和确认》，《文物》2008年第4期，第

67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周陵文物管理所《咸阳“周王陵”

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1期，第4页。

‹2›   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

十个陵区》，《文物》2014年第6期，第68页。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

闫家寨战国秦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

古与文物》2018年第4期，第41页。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

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田野考古新收获》，

《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第112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原战

国秦陵园大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2021年第5期，第42－43页。

‹5›   王学理《神禾塬秦墓墓主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15辑，第50页；丁岩《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年代述考》，《文

博》2010年第2期，第15页；丁岩《神禾原战国秦陵园主人试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第65页；张天恩《新出秦文字“北宫乐府”考

论》，《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图一〕 芷阳陵区位置示意图
采自焦南峰、 孙伟刚、 杜林渊 《秦人的十个陵区》， 《文物》 2014年第6期， 第71页

〔图二〕 咸阳原秦陵陵区示意图
采自刘卫鹏、 岳起 《咸阳塬上 “秦陵” 的发现和确认》， 《文物》 2008年第4期， 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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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韩森冢”的勘探中，发现了“亚”字形大墓一座、陪葬墓二座〔图四〕，调查者认为它是战国晚期秦王陵

级别的墓葬
‹1›
，但其墓主在学界争议很大。

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均为附属于秦都咸阳的陵墓区〔图五〕，二者东、西分置。芷阳陵区位于咸阳

以东，在文献中又被称为“东陵”。本文将对这两处陵区的墓主、选址、共性、个性特征，以及神禾原秦陵、

“韩森冢”与上述陵区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一  战国秦陵的墓主与选址

 （一）墓主身份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撰文探讨秦东陵各陵园的墓主，现在均认为芷阳陵区葬昭襄王、唐

太后、宣太后、悼太子、庄襄王、帝太后。主要的分歧在于对一、四号陵园墓主的判断：一些学者认为一号

陵园的两座主墓是秦昭襄王和唐太后的异穴合葬，四号陵园为庄襄王和帝太后的合葬陵园，二号陵园葬

‹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韩森冢”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第39页。

〔图三〕 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平面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大
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21年第5期， 第27页

〔图四〕 韩森冢钻探平面图
采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东郊 “韩森冢” 考古
调查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15年第2期， 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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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太子，三号陵园葬宣太后
‹1›
；有学者认为一

号陵园是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四号陵

园是昭襄王与唐太后的合葬陵园
‹2›
；还有学者

认为一号陵园是秦昭王与其王后的合葬陵园，

四号陵园属宣太后
‹3›
。

细审勘探资料后，本文认为一号陵园属秦

昭王及唐太后的说法较为合理。首先，一号陵

园内两座“亚”字形大墓的形制、尺寸几乎完全

相同。两墓都以东墓道最长（长120米或122.5

米），西墓道（长43米或40米）或北墓道（长42

米）次之，南墓道最短（长28米或37米）。两墓

都在北墓道东壁和东墓道南壁的相近位置开有

耳室〔图六〕。这种相似性绝非偶然，说明两座

大墓的年代极为接近；两墓的设计和施工可能

经由同一批人，甚至是同时施工的。庄襄王和

帝太后下葬前后相距二十年，二人墓葬的形制

尺寸还能保持如此精准的一致性恐怕很难。

而秦昭王和唐太后却是同时下葬的
‹4›
。其次，

四号陵园南侧的两座“甲”字形陪葬墓位于陵园

‹1›   张海云、骆希哲《秦东陵勘查记》，《文博》1987年

第3期，第16页；张海云、孙铁山《秦东陵再探》，《考古与文

物》1993年第3期，第94页；张海云、孙铁山《对秦东陵有关问

题的几点看法》，《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第29页；王学

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杜，1999年，第229页。

‹2›   赵化成《秦东陵刍议》，《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

期，第62－63页。

‹3›   孙伟刚、杜应文、高海峰《新发现秦漆器及秦东陵

相关问题探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5），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2011年，第52页。

‹4›   唐太后，又名唐八子，秦昭王媵妾、孝文王母，

先死，另有坟墓，秦孝文王即位后，追“尊唐八子为唐太后，

而合其葬于先王”（《史记·秦本纪》）。“合其葬于先王”说明唐太

后是被迁葬于为王后预留的“亚”字形墓葬中。《史记》，中华书

局，1959年，第218－219页。

〔图五〕 战国秦陵位置分布图
改绘自王学理 《咸阳帝都记》， 三秦出版社， 1999年， 第101页

〔图六〕 芷阳一号陵园勘探示意图 
采自王学理 《秦物质文化通览》， 科学出版社， 2015年， 第540页后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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隍壕以外的南边〔图七〕，距主墓过远，其中任何一

座与主墓都不构成夫妇并穴合葬的关系，所以推测

它们属秦昭王与唐太后或庄襄王与帝太后合葬陵园

的意见均难成立。最后，2010年缴获了4件盗自一号

陵园主墓的漆豆，其足底皆烙印“大官”二字，一件漆

豆盘底刻“八年相邦薛君造，雍工师效，工大人申”及

“八年丞相殳造，雍工师效，工大人申”两处文字〔图

八〕。“大官”即“太官”或“泰官”，掌管帝王膳食；“八

年”为秦昭王八年。研究者认为漆豆为秦昭王生前自

用器
‹1›
。先王使用过的日常生活器皿，应不会被后代

继续使用、且随葬墓中。因此，昭王八年漆豆的发现,

可以确定一号陵园属于秦昭王。

宣太后在昭王时左右朝政四十余年，诱杀义渠

戎王于甘泉宫，秦遂灭义渠，收其地为郡县，“使秦人

得以一意东向，无复后顾之忧，此其功岂在张仪、司马

错收取巴蜀之下哉！”
‹2›
。论地位、权势、声望、政绩，秦

国历史上的太后无出其右者，夏太后尚且得以享用独

立陵园和“亚”字墓形，更何况宣太后。四号陵园内只

有一座“亚”字形大墓，没有与之并穴排列的合葬墓，

这与夏太后陵园相似，是秦国没能与先王合葬或会葬

的太后陵园的特点。此外，四号陵园的主墓规格几

乎是夏太后墓的一倍，符合宣太后的身份与地位。

所以，四号陵园作为宣太后陵园是合适的，也能顺

畅地解释该陵园出土陶器年代较早的原因。

因此，关于秦东陵墓主的问题，我们倾向于一

号陵园为秦昭王与唐太后的合葬陵园，四号陵园属

宣太后，秦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有待于进一

步的考古发现。

‹1›   王辉、尹夏清、王宏《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第66页。

‹2›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108页。

〔图七〕 芷阳四号陵园勘探示意图 
改绘自焦南峰 《“秦东陵”相关问题初探》， 《考古与文物》 2021年第1期， 第97页

〔图八〕 秦芷阳一号陵园M2出土漆豆铭文
采自王辉、 尹夏清、 王宏 《八年相邦薛君、 丞相殳漆豆考》， 
《考古与文物》 2011年第2期， 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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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咸阳原陵区的墓主，调查者认为严家沟秦陵是秦惠文王及其夫人的“公陵”，周陵镇秦陵是秦

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
‹1›
。此意见有文献支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秦惠文王陵在“咸阳县西北

一十四里”
‹2›
；《元和郡县志》云“（咸阳县）西北距延陵十三里”

‹3›
。秦公陵、汉延陵与唐咸阳县城的距离仅差

一里，二者的位置非常接近，几乎重合。严家沟陵园位于汉延陵东侧，陵园南部甚至被延陵东司马道破

坏，与上述文献反映的位置关系完全吻合。

《史记集解》引三国时《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

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
‹4›

 《括地志》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

也。”
‹5›

 俗称的“周武王陵”“周文王冢”即指周陵镇陵园内并列的两座封土。可见从三国到唐，人们已经认

为周陵镇大冢是秦武王陵。此外，严家沟秦陵与周陵镇秦陵在陵园布局、墓葬结构等方面都高度相似，

也说明二者在建设时间上接近。

《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

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

邑’。”
‹6›
夏太后陵园即西安南郊神禾原秦陵，芷阳陵区在其东北的骊山西麓，司家庄秦陵在其西北的咸

阳原上〔见图五〕。《汉书·元帝纪》记载，元帝永光四年营建渭陵，“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
‹7›
。

亭部名源自当地秦陵之名，说明秦孝文王寿陵位于汉元帝渭陵附近的咸阳原上
‹8›
。司家庄秦陵的方位、

所处地名均与文献中寿陵吻合，且为一代秦王之墓，应为秦孝文王的寿陵。陵园内“亚”字形墓为孝文

王墓，“甲”字形墓可能是华阳太后墓。华阳太后死于秦始皇十七年（前230），失势已久，且非始皇亲祖

母，与始皇关系疏远，故减损礼遇，采用甲字墓形，草率下葬，也在情理之中。

2011年在司家庄秦陵第二道围沟之东、东沟中门南侧发现竖穴方坑110座，发掘了38座，其中35座

为马坑。马坑均为东西向长方形，一坑一般只埋1匹马，埋葬方式大多为侧卧、爬卧或正卧
‹9›
。这些马坑

的位置、形制、埋葬方式与秦始皇帝陵东侧上焦村马厩坑极为相似，故推测其性质也应为马厩坑。上焦村

‹1›   前揭刘卫鹏、岳起《咸阳塬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第69页。

‹2›   前揭《史记》，第289页。

‹3›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4›   前揭《史记》，第210页。

‹5›   前揭《史记》，第289页。

‹6›   前揭《史记》，第2511页。

‹7›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92页。

‹8›   刘卫鹏《秦孝文王寿陵位置蠡测》，《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

2010年，第259页。

‹9›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闫家寨战国秦遗址、墓葬发掘简报》，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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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厩坑只是多留有生土二层台或生土隔梁，还增加了俑、马同坑
‹1›
。司家庄马坑无疑是上焦村马厩坑的

直接前身或来源。相反，在严家沟、周陵镇秦陵均未发现类似的马坑或马厩坑，在芷阳一、四号陵园也未

发现。这种遗迹现象之间的关联性有力说明了司家庄秦陵在目前已发现的秦王陵中与秦始皇帝陵年代最

接近，排除《史记》中葬于芷阳的秦庄襄王，司家庄秦陵应是秦孝文王寿陵。

2011年对西安东郊“韩森冢”进行了勘探，发现“亚”字形大墓1座，陪葬坑2座，覆斗形封土下的“亚”

字形墓由方形墓圹、斜坡墓道及耳室构成〔见图四〕。墓圹边长约45米；四条墓道中东墓道最长，长57.5

米，方向90°；其他三条墓道长度相当，为32－35米。在四条墓道的右侧壁上各开有一个长方形耳室，

陵园内未见其他陪葬遗迹，也未发现环壕、围墙等陵园设施
‹2›
。韩森冢的墓主，有秦庄襄王

‹3›
、秦孝文

王
‹4›
、秦悼太子

‹5›
、汉史皇孙

‹6›
、汉定陶恭王刘康

‹7›
等说法。

如调查者所言，韩森冢大墓的形制与秦东陵陵区“亚”字形大墓极为相似，尤其是四条墓道各带耳室

的做法与一号陵园的南陵和四号陵园的主墓完全一致。汉陵墓道均不带耳室，可知韩森冢为秦陵，汉陵

或汉墓的说法可以被排除。

韩森冢的墓圹明显小于咸阳原秦陵，以及东陵一、四号陵园的主墓；墓道也较东陵短得多；其规格

要低于秦王陵。它的墓圹较神禾原夏太后陵略大，但墓道又比后者略短，可知二者的级别相当。在有关

秦陵的诸说中，从地望上看，韩森冢与芷阳陵区直线距离约20公里，隔着浐、灞两条河流，很难归入同

一陵区。因此凡文献明确记载葬于芷阳的王、后都与韩森冢无关。悼太子亦葬于芷阳，且无资格使用四

条墓道的亚字墓形，也非韩森冢墓主。韩森寨秦陵内仅有一座带封土的“亚”字形大墓，无合葬墓，与文

献中秦孝文王与华阳太后皆葬寿陵的记载不符；且位于夏太后墓正北偏东，方位上与夏太后遗言“西望

吾夫”不合，因此也不是秦孝文王寿陵。

芷阳一号陵园是秦昭王和唐太后的合葬陵园，但唐太后又名“唐八子”，不是昭王的嫡妻正后。秦

昭王的王后是叶阳后。《汉书·张敞传》云：“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世多称之。”
‹8›

 孟康

曰：“叶阳，秦昭王后也。” 叶阳后素有贤名，可能是悼太子生母，不知为何没有与昭王合葬芷阳。如果

‹1›   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第31－41页。

‹2›   前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韩森冢”考古调查简报》，第37－38页。

‹3›   （北宋）宋敏求撰、（元）李好文编绘、阎琦校点《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

‹4›   前揭张海云、孙铁山《对秦东陵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第29页；前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韩森冢”考古调查

简报》，第39页。

‹5›   耿庆刚《韩森冢为秦悼太子陵说》，《文博》2016年第4期，第71页。

‹6›   辛玉璞《也谈韩森冢的冢主》，《文博》2002年第3期，第31页。

‹7›   王学理《张冠李戴“韩森冢”实属西汉“恭皇陵”》，《碑林集刊》（十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386页。

‹8›   前揭《汉书》，第3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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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阳后在昭王之后去世，可能因为合葬之墓位已经被唐太后占据，不得不另择陵地。所以，韩森冢的墓

主可能是叶阳后。

（二）陵区选址及其原因

咸阳原陵区是秦惠文王开辟的，由此秦国陵墓制度进入了“王陵”的发展阶段。惠文君称王后在都城

咸阳西郊开辟新的陵区，规划新的陵园，是很自然的事情。咸阳原平坦开阔，土厚水深，地势北高南

低，北依泾水，南临渭水，气势雄伟，符合古代陵墓临近都邑、“行营高敞地”的选址要求。咸阳西郊在

迁都前的秦人墓数量较少，迁都之后很快形成了大型墓地，如咸阳塔儿坡墓地
‹1›
。无论上层统治者还

是下层平民，都选择西郊作为丧葬之地，或与《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所云西方为“冢墓之所”的观念

有关。

芷阳陵区是由秦昭王正式开辟的，是在秦国力日盛、都城咸阳向渭南扩张的背景下，随着芷阳宫和

芷阳县的建设而作出的选择，体现了秦昭王意图东进、扫平六国的政治抱负。秦昭王在位期间，秦在对

六国的军事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都城的建设也扩张到渭南。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渭南兴建的宫殿

有章台宫、兴乐宫、甘泉宫、长杨宫、芷阳宫
‹2›
等。都城重心的南移，势必会影响到陵墓的安排。特别是随

着外交朝会、宗庙祭祀及政务活动在渭南的频繁举行，那里自然会成为陵墓的候选地。当然，古代陵墓

选址和帝王个人好恶也有关系。秦汉离宫别馆大多为帝王游乐休闲场所，环境优美。芷阳宫前临灞河，

后依骊山，风景宜人。秦昭王修芷阳宫的举动，说明他对那里颇为喜好。

在秦人崛起发展的过程中，东出崤函、逐鹿中原始终是历代国君矢志不移的理想。秦昭王一代雄

主，扫平六国成就统一大业恐怕是他一生最大的梦想，但可惜身殁而功未竟。当时渭河南岸有一条重要

的东西向干道，自渭南宫殿群沿骊山东至华阴“平舒道”，再东出函谷关。当时秦军出征，诸侯西来，车

马粼粼，均循此道。东陵所在的坂塬居高临下，地势开阔，东征之路一览无余，昭王选择那里作为自己

的归宿之地，可见其东进之心至死未息。

秦昭王将陵址选在芷阳可能也与他最初继位不合法统有关。秦人继承制除了父死子继外，还有兄终

弟及，但后者往往限于嫡子范围。秦武王无子，他死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是秦惠文王的其他嫡子。昭

王为庶子，但仰仗母舅魏冉和右相樗里疾之力得立。秦昭王为秦武王庶弟，与先王同辈，在宗法世系里

本为旁支，所以另择陵区，以避开名分礼法上的争议。无独有偶，秦孝文王死后没有葬入东陵，而是返

‹1›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2›   芷阳宫位于临潼县韩峪乡油王村附近的灞河东岸，《读史方舆纪要》云：“府（西安）东三十里，春秋时秦穆公筑霸宫于此，昭

襄王时谓之芷阳宫。”并设芷阳县。20世纪80年代对芷阳遗址进行过调查和发掘，在油王村南曾发现夯土建筑基址、卵石路面、地下储藏

室、陶窑、水井等遗迹，采集到带“芷”字陶文陶器和凤纹方砖、龙纹空心砖等秦宫殿常用砖瓦。该遗址与芷阳宫或芷阳县有关。张海云《芷

阳遗址调查简报》，《文博》1985年第3期，第5－13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等《秦芷阳制陶作坊遗址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

1995年第5期，第1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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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咸阳原陵区，可能也有类似原因
‹1›
。

东陵选址或许也受到宣太后的影响。宣太后楚人，楚人思乡情结较重
‹2›
，身为秦国太后，她既不可

能返葬楚国，又不得会葬公陵，就只能把自己的陵墓选在芷阳，南望故乡，以解乡愁。当时往荆楚的大

道沿灞河东南行，至蓝田出武关。芷阳正好位于东去函谷、南出武关的分岔路口，东陵的选址用意深焉。

二  战国秦陵的共性特征

战国秦陵具有一些共性特征：南北向纵长方形陵园，主墓平面为“亚”字形，墓侧有建筑基址，陵园

内陪藏坑和小型陪葬墓的分布有一定规律。

（一）陵园及主墓布局

严家沟秦陵的外围沟南北长1156－1159米，东西宽630.8－637.5米〔图九〕；周陵镇秦陵的外围沟南

北长950米，东西宽639米〔图十〕；司家庄秦陵的外围沟南北长1285米，东西宽1038米〔图十一〕；东陵

一号陵园的围沟南北长1180米，东西宽695米；神禾原秦陵的外围沟南北长550米，东西宽310米。这些

陵园均呈南北向纵长方形，绝非偶然，而是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结果。这个特征还被后来的秦始皇陵

陵园继承。

雍城南郊14座分陵园中，平面形状有梯形（一、二、八、十二号），不规则四边形（六、十、十四号），纵长

方形（三、四号），横长方形（十一、十三号），近方形（九号）；其中长方形不占多数〔图十二〕。分陵园内大

墓之间位置关系及其反映的合葬形式的多样性
‹3›
，决定了陵园的平面形制也是多种多样的〔见图十二〕。

战国秦陵陵园内的两座大墓均位于南北正方向轴线上，秦王及王后采取了南北并穴合葬的形式，与

雍城大不相同。这种合葬形式要求陵园具有一定的南北向纵深，因此纵长方形陵园是最佳的选择。同

理，东方国家的陵园，如平山中山王墓兆域铜版图所示，国君及其夫人的墓葬位于东西向轴线上，采取

了东西并穴合葬的形式，陵园便为横长方形。秦王陵园恰似把中山国兆域图逆时针方向旋转了90°。

战国秦陵的这种夫妇并穴合葬，实际上突出了嫡妻正后的法定地位。最明显的例子是严家沟秦陵，

‹1›   孝文王母为唐八子，为昭王媵妾。昭王的太子本来是悼太子，他长居太子位，久孚人望，未享国而卒，按秦国历史上惯例，

该由悼太子之子、嫡长孙继位。孝文王却以庶子身份为太子，其中缘由不得而知。孝文王与悼太子同辈，二者之间没有直系继嗣关系，

后者既已葬入东陵，坟墓在焉，前者不愿与其共处同一陵区，自然要返葬咸阳原。

‹2›   《史记·项羽本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前揭《史记》，第315页。

‹3›   一种是两座大墓东西前后排列，如四号陵园的M35、M11，一号陵园的M33、M1，十一号陵园的M27、M31，八及十二号陵园的

M21、M37。另一种是在主墓的东北方向，有规模较小的合葬或 葬墓，如一号陵园M1的东北方向，有“中”字形的M3和“甲”字形的M5，

规模递减。又如九号陵园M29的东北有M23，六号陵园M15的东北有M19、M51，以及M17。像十四号陵园“丰”字形主墓（M45）的南、北各

有一座“中”字形墓，属于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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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南墓是惠文王陵，北墓是惠文后陵；惠文后死于昭王二年，但却能与先王合葬于公陵，盖因名分在

焉。悼武后能与先王合葬于永陵，也出于同样原因。宣太后虽然后来权势很大，但为媵妾出身，死后不

得与惠文王合葬，而另葬芷阳。夏太后（夏姬）虽然是秦始皇亲祖母，但不是孝文王的嫡妻正后，所以

“独别葬杜东”。类似于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合葬于寿陵，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于芷阳的情况，《史记》称之

为“会葬”，即夫、妇虽然先后去世，但按礼制规定要并穴合葬在一处。唐八子为昭王媵妾，孝文王即位

尊其为唐太后，与昭王合葬；这个做法不合礼制，是唯一的例外，缘由不得而知。

后陵的封土虽然较王陵稍小，但墓室、墓道的规模与王陵基本相当，墓形也大多一致，是陵园内其

他陪葬墓无法比拟的；也与雍城陵园中秦公夫人墓规模远小于秦公墓的情况不同；或许说明战国中晚期

秦的继统法，比较强调嫡妻正后的意义，嫡子继承制有所强化。

 秦王陵采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形，是秦称王之后的选择。王后、太后基本可以享受同等的礼制待

〔图九〕 严家沟秦陵园平面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严家沟秦
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21年第1期， 第11页

〔图十〕 周陵镇秦陵陵园平面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咸阳 “周王陵” 考古调查、 勘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11年第1期， 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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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这种墓形原本是商周王陵级别的规制，如殷墟

西北岗商王陵和岐山周公庙陵坡墓地，后者为周公

家族墓地，因为周公特殊的历史地位得以享用天子

礼制待遇。秦国君墓从原来“中”字形一变而为“亚”

字形，生动地反映了国家政治级别的提升，即从诸

侯国到王国的转变。

目前的发现表明，战国时东方国家王陵为两条

墓道的“中”字形墓或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如平

山中山王墓、邯郸赵王陵、新郑许岗和胡庄等地的韩

王陵、燕下都虚粮冢墓区的燕王陵、江陵熊家冢墓地

的楚王陵。临淄的田齐王陵经勘探，其形制可能是

“甲”字形或“中”字形。魏王陵尚未发现，但僭越王

制的辉县固围村大墓说明其可能也是“中”字形
‹1›
。

东、西比较之后则会发现：韩、赵、魏、燕、齐、中山

等国也先后称王，为何这些国家的王陵没有采用

“亚”字形，而是沿用了以前诸侯国级别的“中”字形

或“甲”字形？此外，列国中楚最早称王，即春秋早

期的楚武王，为何战国时的楚王陵还是“甲”字形或

“中”字形？

 其背后原因复杂，或与列国实力的消长有

关，还涉及各国不同的文化心理。战国中晚期秦为

超级军事强国，称王后采用以前商周王陵的“亚”字形墓型，也就实至名归，底气十足。相比之下，东方

五国称王，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显得底气不足。当时秦与东方六国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文化隔阂。秦被称

为“虎狼”，有吞周室灭诸侯之心，一旦实力足够就会不失时机地满足自己取代周室的野心——包括陵墓

制度方面。六国却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基本认可周室天下共主的名分，仍然尊奉周天子，言谈中以诸侯

自居，因此在墓型上没有采用古天子之礼。楚、越均为地方诸侯称王，延续了西周时期边裔国族称王的

旧习，墓形上也没有僭越
‹2›
。

‹1›   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1－94页。 

‹2›   梁云《战国王陵形制的东西差别》，《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６期，第113页。

〔图十一〕 司家庄秦陵陵园平面图
改绘自焦南峰 《秦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业流风：秦文化特
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6年， 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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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土及墓周建筑

战国秦陵园内大墓封土的周围一般都有夯土建筑遗址。在严家沟陵园内西部及西北部共发现三处，

其中西北部的建筑遗址面积约为2.6万平方米。周陵镇陵园内共发现五处建筑遗址，1、2号遗址位于内陵

园，3－5号遗址位于外陵园；其中1号遗址在内陵园西北部，面积约为370平方米。司家庄陵园发现有

五处建筑遗址，分别位于内陵园东部、西南部、西部。神禾原秦陵的建筑遗址位于陵园的南区，与大墓所

在的北区隔以东西向墙垣。芷阳一号陵园内共发现十一处建筑遗址，其中九处在北陵（M1）的西北，规

模较大；两处在南陵（M2）的东南，分布的规律性不是很强，但陵园内西北部多有重要建筑。

陵园大墓的封土之上均未发现建筑遗迹。严家沟陵园的南陵封土大部分被平掉，仅余2－4米高的

平台，平台南北85米，东西120米；北陵封土为覆斗形，底部南北长80米，东西宽74米，顶边长32－34

米，高16.3米。周陵镇陵园的南陵封土为覆斗形，底边长90－103米，顶边长41－48米，高14米；北陵

封土亦覆斗形，底边长55－66米，顶边长9.5－10米，高17.5米。司家庄陵园的主陵残存封土为不规则

形，底部东西80米，南北63米，高约15米；北侧“甲”字形大墓上部未见封土。神禾原秦陵未见封土。芷

阳一号陵园的两座大墓上部有封土堆，“高2－4米，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50米，表面呈鱼脊形”
‹1›
。芷

阳四号陵园的主墓上部无封土。关中帝王陵墓多经盗掘破坏，并被后世重修，秦陵封土也不排除被历代

盗掘活动破坏的可能，但文献记载的修复主要针对汉陵，未闻对秦陵的修复，且上述封土均位于墓室上

‹1›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第20页。

〔图十二〕 雍城秦公陵园平面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雍城一、 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15年第4期， 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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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正中位置，封土与墓室没有偏离、错位现象，所以，秦陵现存的封土很大程度上应反映了它本来的形

制，因此对复原研究仍具参考价值。从现存封土状况及钻探出的墓室平面形状来看，战国秦陵的封土很

可能采用了“覆斗形”的形制
‹1›
。此外，王后或太后陵墓或有封土，或无封土，尚无定制。

《汉书·楚元王传》：“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

甚足悲也。”
‹2›

“严襄”应为“庄襄”之误。这条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上述封土表面未发现任何建筑遗

迹，说明它们是性质单纯的坟丘，不是墓上建筑的中心土台——“墉”。

 纵向比较凤翔秦公墓地，雍城十八座“中”字形墓无封土，墓室上部地表均有大量瓦片堆积，应是建

筑遗物；十二号陵园的M37墓口上部有平面呈“中”字形的散水和夯土墙基等遗迹，构成了长方形的封闭

空间，性质类似于“享堂”。横向比较同时期东方国家的陵墓，平山中山王墓M1的墓上封土为方形，高

约15米，带三级台阶，台阶上有散水、回廊等建筑遗迹，其性质是兆域铜版图上的“王堂”，即用于墓上

祭祀的享堂
‹3›
。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的封土为“中”字形，残高7－10米，覆盖了墓室和墓道口；其半腰

处有“中”字形的单层冢上建筑，由散水、壁洞、柱础和部分屋顶瓦砾层组成
‹4›
；其性质与中山王墓的享

堂类似。战国秦陵与雍城、平山及新郑的大墓均不同，没有把礼制建筑建在墓口上部，而是移到封土

之旁。

关于先秦墓上建筑的性质，学术界争议很大。有的认为是“寝殿”，是墓主人灵魂饮食起居之所，用

于“日四上食”，即每天四次进奉饮食
‹5›
。有的认为是“享堂”，是后代子孙祭祀墓主人的地方

‹6›
。不管怎样

都认可其是用于祭祀的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从墓上移至墓侧与冢墓的出现有关。战国秦陵有高大的封土，在墓侧起建，是古老的享

堂墓和东周新流行的冢墓相结合而产生的新形式。当时的坟丘为了追求观瞻性和纪念性，越建越高，即

《吕氏春秋·安死篇》所说“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
‹7›
：在高大如山的坟丘上筑堂，工

程过大，也不方便以后的祭祀，便将之移于墓侧。在东方的三晋、中山等国将墓上建筑从无到有、从低到

高、从小到大发展之时，秦国却经历着从“墓上之堂”到“墓侧之寝”的转变。

墓侧起寝似乎是从秦始皇陵开始的。蔡邕《独断》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

‹1›   焦南峰《秦、西汉帝王陵封土研究的新认识》，《文物》2012年第12期，第57页。

‹2›   前揭《汉书》，第1954页。

‹3›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第2页。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第16页。

‹5›   杨宽《先秦墓上建筑问题的再探讨》，《考古》1983年第7期，第638页。

‹6›   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第405页。

‹7›   陆玖译注《吕氏春秋（上）》，中华书局，2011年，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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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
‹1›
近年在秦始皇陵内城西北部

发现规模宏大的南北十进院落的建筑遗址，应即寝殿建筑群
‹2›
，证明了文献所载。而秦始皇陵寝殿的前

身，应到战国秦陵封土附近的建筑基址中去寻找。

（三）陪葬坑分布状况

战国秦陵的陵园内都分布着数量不等的陪葬坑
‹3›
。严家沟陵园发现陪葬坑12座，其中内陵园7座，

外陵园5座；形状多为长方形竖穴坑道，还有个别为曲尺形、正方形。周陵镇陵园发现陪葬坑27座，其

中内陵园9座，外陵园18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少数为曲尺形或梯形。司家庄陵园发现陪葬坑6

座，其中主陵周围4座，“甲”字形大墓南侧2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神禾原秦陵有13座陪葬坑，位于

大墓四条墓道的周边；均为带斜坡道的长条状坑道，是由枋木、底栿、立柱、横梁、棚木构成的封闭空间。

芷阳一号陵园内发现陪葬坑14座，位于两座大墓的周围，形状有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芷阳四号陵园

发现陪葬坑3座，位于主墓附近。

这些陪葬坑按规模尺寸可分为三类：长度60米以上的大型坑，长度20－50米的中型坑，长度20米

以下的小型坑。各类坑在陵园中的分布有一定规律性。大型坑一般位于“亚”字形大墓东墓道的东南方

向。如周陵镇陵园的K10，长117.7米、宽11米、深8米，位于南陵的东南方向、内外园墙之间；K11东西长

度约90米，位于北陵的东南方向、内外园墙之间。芷阳一号陵园的PK1，东西长81米、南北宽10.5米，位

于大墓M1的东南；PK8东西长80米、南北宽8.6米，位于大墓M2的东南。芷阳四号陵园主墓的东南亦有

一大型长条状陪葬坑。中型坑一般位于大墓西墓道延长线的南北两侧，如周陵镇陵园的K27，为东西向

曲尺形，长54米、宽11米、深7.8米，位于南陵西墓道西南、内外园墙之间；在它北边对称的位置有K26，

规模相当。芷阳一号陵园两座大墓西墓道的西面，各有一组（2座）中型坑。芷阳四号陵园主墓西墓道的

西南，也有1座中型陪葬坑。小型坑大多位于大墓墓道之间的夹角区域，还有一些位于其他区域。如周

陵镇陵园的K1－K9，位于内陵园大墓附近；K13－K25位于外陵园的北部，东西成行，南北成列。芷阳

一号陵园M1、M2的墓道夹角区域，也都有4个小型坑。由此可得，战国秦王陵陪葬坑的基本配置为：

一座“亚”字形大墓，其东南有一座大型陪葬坑，其西面有二座中型陪葬坑，其墓道夹角区域共有四座小

型陪葬坑（每个夹角1座）。当然，神禾原秦陵的陪葬坑没有按这种方式排列，而是在墓道两侧平行分布

〔见图三〕，可能因为另辟葬地的太后陵园，在葬制上与王陵有所不同。

战国秦陵处在从雍城秦公陵园到秦始皇帝陵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其外藏制度一方面继承了雍城秦

公陵园的传统特点；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内容，被后来的始皇陵扩大化和复杂化。

‹1›   （东汉）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度秦始皇帝陵园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第29页。

‹3›   学界或称之为“从葬坑”“外藏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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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城秦公陵园共发现26座陪葬坑，其中“凸”字形坑6座，“目”字形坑19座，圆形坑1座。“凸”字形坑

为东西向长方形，东侧中部有一条短道，均位于分陵园内主墓的东南。“目”字形坑亦为东西向长方形，

均位于分陵园内大墓（主墓或其合葬、祔葬墓）的东南。圆形坑位于一号陵园外。在墓、坑的搭配关系上，

一墓一坑是定制。只有一号陵园的M1南侧有2座陪葬坑，皆为车马坑。四号陵园的刀把形墓M43无陪葬

坑。十四号陵园的“丰”字形大墓M45亦无陪葬坑，可能其南、北墓室已经替代了陪葬坑的作用。

战国秦陵在“亚”字形大墓东南设置了大型陪葬坑，显然承袭了雍城的传统，其性质为大型车马

坑，象征主人出行的乘舆。在芷阳一号陵园两座大型陪葬坑（PK1、PK8）内都钻探出马骨、木迹、漆皮、

骨饰等物。 

中型坑和小型坑都是战国秦陵新增的内容，前者一般东西向，后者大多南北向。在这些坑中钻探

出木炭、骨头、陶片等。神禾原秦陵的陪葬坑中，除了陪葬车马的K8、K10，还有出土大量刻字茧形壶的

K7，殉埋豹、熊、长臂猿、羊、鹤等珍禽异兽的K12。秦王陵的中、小陪葬坑也无非包含这些内容，即与君

王起居饮食、游乐玩好相关的车马、厩厨、园囿、婢妾等事物。到了秦始皇陵，外藏内容进一步扩大化，又

出现了兵马、甲胄、百戏，数量和规模远超前代。

战国秦陵的陵园内外一般都有陪葬墓。严家沟秦陵外陵园北部东西向一字排列有6座大型陪葬墓

（或祔葬墓），其中“中”字形1座、“甲”字形3座、刀把形2座；还发现604座小型陪葬墓，分布在外陵园南、

北部，墓葬形制分为竖穴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类，以前者居多，且墓向大多朝向主陵方向
‹1›
。周陵镇

陵园的168座小型陪葬墓分布在三个区：一区在外陵园西北部，有73座，呈南北4行排列；除了2座东西

向外，余皆南北向；竖穴墓8座，洞室墓64座，1座因破坏严重而形制不详。二区在外陵园东北部，有

34座，呈南北3行排列；除了1座东西向外，余皆南北向；竖穴墓2座，洞室墓32座。三区在东侧外围沟

与外围墙之间，有61座，呈东西5列分布，除了3座南北向外，余皆东西向；仅钻探了10座竖穴墓，4座

洞室墓
‹2›
。司家庄陵园小型墓葬发现较多，除了主陵园内，三道围沟之间，在陵园东南部也发现了大片

小型墓葬
‹3›
。芷阳一号陵园内的小型陪葬墓分布在陵园的西北部、东北部和南部。芷阳四号陵园的陪葬

墓分布在陵园外的南、北两侧。

上述陪葬墓按空间位置可分为陵园内和陵园外两大类。前者又可细分出外陵园（园墙）内、外围沟与

外围墙之间两个小类。陵园内的陪葬墓排列整齐，墓穴位置经过严格规划，死者身份显然与陵园有关。

周陵镇陵园一、二区的107座小型陪葬墓绝大多数为南北向的洞室墓，墓室位于竖穴墓道的北端。三区

的61座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墓，其洞室墓的墓室位于墓道的西端。虽然没有发掘，死者性别未知；但可

推测一、二区墓主应主要是先王的嫔妃，三区墓主可能为负责陵园日常事务的守陵人，也包括一些品秩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咸阳严家沟秦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1期，第16页。

‹2›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第7－8页。

‹3›   前揭焦南峰等《秦人的十个陵区》，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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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的宫女。

秦陵陪葬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雍城南郊秦公墓地的分陵园中，存在秦公墓与其夫人

墓、次夫人墓的异穴合葬，但还没有陪葬墓。春秋时期，秦国君主的妃妾不在少数，国君去世，她们往

往被迫从死殉葬于地下。秦公一号大墓椁室周围生土台阶上有166具盛殓殉人的木质箱匣；其中箱殉者

72具，位置靠内，葬具讲究，可能是身份较高的姬妾、近侍；匣殉者94具，位置靠外，葬具轻薄，可能

是家内奴隶。战国秦陵陵园内这些排列整齐的小型陪葬墓，墓主不太可能是与秦王同时下葬的从死殉葬

者，因为秦献公元年（前384年）就“止从死”，明令禁止人殉。况且秦陵也没有在主墓外设独立殉葬墓的

惯例。因此，先王的嫔妃是死后陆续被葬入陵园中、埋在预先安排好的墓位内，可算作陪葬。秦始皇陵

园内城东北小城内有中小型墓99座，以洞室墓为主，也有少量竖穴土圹墓，均为南北向，墓道在北，

呈南北向的8列分布，墓主人亦可能为秦始皇后宫妃嫔
‹1›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先帝后宫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2›
小城内这些人是否属正常死亡，不得而知。

秦自惠文王以来，后妃的级别从上到下为：王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其中美

人相当于军功爵的少上造，秩二千石；八子相当于中更，秩千石
‹3›
。秦代称王后为皇后，帝母为太后，

祖母为太皇太后。汉武帝增加婕妤、娙娥、傛华、充依，汉元帝又设昭仪，于是形成了上至昭仪，下至无

涓的十四个等级，各级均有对应的爵位和秩俸。《汉书·外戚传》还提到后妃的葬地：“五官以下，葬司

马门外。”“五官”在少使之下，爵秩三百石。换言之，少使以上的嫔妃，均葬在陵园司马门之内。汉承秦

制，周陵镇陵园的外城垣四面各辟一门，正对主陵的四条墓道，应即司马门。北司马门内一、二区应葬

少使以上嫔妃。战国秦的后宫中可能还没有“五官”以下的爵秩；三区在东司马门外，墓主可能包括执杂

役的宫女和守陵人。

至于陵园（外围沟）之外的陪葬墓，其身份应与后宫生活或陵园事务无关。类似的墓葬在雍城也有。

近年，在雍城一号陵园外的东北方向发现面积约24万平方米的陪葬墓区，钻探出446座中小型墓葬及车

马坑。在六号陵园外的西南方向也发现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陪葬墓区，钻探出703座中小型墓及车马坑

〔见图十二〕。墓葬大多数为东西向，墓型有竖穴土坑墓，也有洞室墓，墓葬年代从与陵园同期一直延

续到战国末期，其中既有带车马坑的贵族墓，也有平民小墓
‹4›
。这样的陪葬墓区估计不止一处，将来在

各个分陵园外的相应位置或许都会有所发现。雍城这些陪葬墓区分属各自依附的秦公陵园，墓葬的数量

多，延续时间长，等级高下皆有，墓主人可能是出自某一代秦公的未继位公子及其后代家族的成员，经

‹1›   秦始皇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园从葬墓园考古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年，第102、109页。

‹2›   前揭《史记》，第265页。

‹3›   《七国考·秦职官》引应邵云：“秦自惠王后，嫡称王后，次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美人爵视

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明）董说著、缪文远订补《七国考订补（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

第4期，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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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繁衍发展为人口众多的家族，从而形成规模很大的族墓地。同理，战国秦陵附近的那些陪葬墓，性

质也应类同。秦始皇陵园外的上焦村陪葬墓有17座，南北“一”字形排列，皆东西向，为带斜坡墓道朝西

的洞室墓，有棺有椁，椁内分箱，级别较高，但死者身首异处，很可能是被秦二世处死的始皇的公子、

公主
‹1›
，也属于广义上的陪葬。

而关于雍城南郊秦公陵园、战国秦王陵园外有无异姓功臣陪葬的问题，周代流行族墓制度，非家族

成员一般不会被安葬在族墓地中，因此异姓功臣陪葬即便偶尔存在，也非常态，目前在雍城、咸阳、芷阳

陵区还未发现相关例证。

三  战国秦陵的两个类型及其成因

（一）“咸阳原类型”与“东陵类型”的特征

除上述共性之外，战国秦陵还有个性特征，大致可分为两类：严家沟秦陵、周陵镇秦陵、司家庄秦陵

为一类，可称之为“咸阳原类型”；芷阳一号、四号陵园为另一类
‹2›
，可称之为“东陵类型”。 

咸阳原上的三座战国秦陵园中，严家沟与周陵镇秦陵的形制极为相似，如果以外围沟为准测陵园的

长宽比，则严家沟秦陵为 1.8，周陵镇秦陵为1.5，二者均呈较窄的南北向长方形。陵园南北长轴方向均

在北偏西10°（或170°）左右。均有内外两道园墙，外园墙外均有壕沟；内园墙均设6处门址，南、北墙各

1处，东、西墙各2处，与陵园内两座大墓墓道相对应。陵园中部偏南的位置均有两座“亚”字形大墓，南

墓封土大、北墓封土稍小。两座陵园王墓（南墓）都以北墓道最长，而且尺寸相当，长100.3米或97米；王

墓各自的东西墓道长度相当，长55米或63米，呈左右对称形式；两座陵园的后墓（北墓）都以东墓道最

长
‹3›
。这些相似性说明两座陵园规划、设计、施工的年代比较接近。秦惠文王葬于公元前311年，秦悼武

王葬于公元前307年，前后仅差四年，与之吻合。

司家庄秦陵和它们有明显的共性：首先，陵园南北向长轴方向为北偏西9°，大墓东墓道方向为东偏

北，与其一致。其次，司家庄秦陵由三道围沟环绕而成，在第二道围沟东沟的内侧发现有向南、北延伸

的夯土墙基，虽未把其范围全部勘探出来，但应是内陵园的园墙遗迹
‹4›
。司家庄与严家沟、周陵镇秦陵

‹1›   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第42－50页。

‹2›   芷阳二、三号陵园其实是附属于一号陵园的小陵园，里面没有“亚”字形大墓，本身不具有独立性。

‹3›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咸阳严家沟秦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第10－14页；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

古调查、勘探简报》，第4－7页。

‹4›   发现的夯土墙基宽4.5－6.2米，方向为北偏西9°，在发掘区内有凸折，在发掘区外继续向南、北延伸，北侧还有门道缺口。综

合这些现象并结合陵园平面图判断该墙基应是陵园园墙。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闫家寨战国秦遗址、墓葬发掘简报》，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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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园墙、围沟俱全。最后，司家庄秦陵的墓道不带耳室，与周陵镇陵园的王陵一致
‹1›
。因此可以把

咸阳原上三处秦陵归入同一类型。

当然，司家庄陵园的形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陵园外围沟长宽比为1.24，陵园呈较宽的南北向长

方形，或者说近方形，此其一；陵园内“亚”字形主墓的东、南、北墓道长度相当，为58－60米，西墓道较

短，长36米，此其二；“亚”字形主墓位于陵园中部略偏北的位置，此其三。以上三点说明司家庄秦陵的

年代与严家沟、周陵镇陵园有一定差距。

芷阳一号、四号陵园形制上的共性显而易见。首先，它们都未发现园墙，而是以人工开凿的壕沟作

为兆沟。据秦东陵最新的钻探成果，一号陵园由人工开凿的单道隍壕构成；在四号陵园内发现了围绕主

墓的东、南、北3段内壕沟以及南侧外壕沟，表明其可能由双重隍壕构成
‹2›
；其次，两座陵园的“亚”字形主

墓都以东墓道最长，墓道均带耳室；最后，陵园南北长轴方向均在北偏东10°（或190°）左右。

总结“咸阳原类型”的特点：“回”字形双重陵园，园墙、围沟俱全，墙外有壕沟，设有门址；陵墓封土

保存完整的均为覆斗形；陵园内王陵的南、北墓道长
‹3›
，东、西墓道短；后陵以东墓道最长；王陵的墓道

不带耳室
‹4›
；陵园长轴方向在北偏西10°左右，大墓的东墓道在东偏北方向。

总结“东陵类型”的特点：单重或多重隍壕，不见园墙；陵园内“亚”字形大墓均以东墓道最长，墓道

带耳室；陵园长轴方向在北偏东10°左右，大墓的东墓道在东偏南方向。

“韩森冢”没有发现陵园，“亚”字形大墓形制与东陵几乎完全相同，墓道为正方向，可与芷阳秦陵归

入同一类型。神禾原秦陵的陵园由一道围墙构成，围墙四面中部各设一门，墙外有壕沟，“亚”字形主墓

的墓道不带耳室，这些特点与“咸阳原类型”相似；但其主墓以东墓道最长，陵园长轴方向在北偏东8°左

右，大墓东墓道在东偏南方向，这些特征则又与“东陵类型”类似；此外，陵园内长条状陪葬坑在墓道两

侧平行排列的做法，不见于其他秦陵。以上表明，神禾原秦陵兼具两个类型的特点，反映了二者融合的

趋势。

（二）“咸阳原类型”与“东陵类型”的成因

秦国陵墓制度经历了以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为代表的“滥觞期”，以雍城秦公陵园为代表的“发展

期”，以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为代表的“转型期”，以秦始皇帝陵为代表的“成熟期”。在这个过程中，陵

‹1›   周陵镇王陵的东、南、西三条墓道均无耳室，唯北墓道北端东侧有陪葬坑K3，但该坑较小，深7米，勘探简报定性为陵园的陪

葬坑，应不是墓道所带耳室。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第3－10页。

‹2›   王学理、田亚岐、孙伟刚《秦物质文化通览（下）》，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41－542页。

‹3›   据钻探资料，周陵镇（Ⅱ号）陵园南陵的北墓道长97米，东墓道长63.8米，南墓道长53.8米，西墓道长63.4米；但南墓道大部分

压在周陵文管所院下，没有全被钻探出来，实际长度应更长。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第6－7页。

‹4›   周陵镇、司家庄陵园的主墓（王陵）墓道不带耳室。严家沟陵园主墓东墓道南侧、南墓道西侧各有一个陪葬坑（K6、K5），调查者

称之为紧贴墓道一侧的陪葬坑。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咸阳严家沟秦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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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的诸要素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陵园的地面界标及防护设施经历了从环壕到围墙的发展；封土从无到

有，发展成覆斗形；墓穴从“中”字形发展为“亚”字形；礼制建筑从墓上转移至墓侧；陪葬坑从少到多，

性质从单纯的车马坑发展为以秦始皇陵为代表的包括兵马、马厩、珍禽异兽、铠甲兵器等多样化的外藏坑

系统
‹1›
。而如果以秦始皇帝陵为参照标准，将会发现：“咸阳原类型”的年代虽早，但陵园形制却与秦始

皇陵园接近，显得较为先进；“东陵类型”的年代晚，但陵园形制却与秦始皇陵园差距较大，显得较为落

后。正是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才会质疑神禾原秦陵的墓主
‹2›
。这个看似前后矛盾的现象，恐怕要在

秦与东方列国横向比较的视野下，置于战国中晚期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

“咸阳原类型”之前的雍城秦公陵园有外、中、内三重兆沟。外兆即整个陵地外的围沟，中兆是一座或

几座大墓组成的分陵园的围沟，内兆是某座大墓自身的围沟。根据中兆、内兆的有无及配套情况，可将

14座分陵园分成四型:第一，双兆型，即以内兆围绕“中”字形大墓，再以中兆环绕其外的车马坑，如二、

九号分陵园。第二，单兆型，有中兆而无内兆，如一、四、六、十一、十四号分陵园。第三，组合型，共用中

兆及陵中套陵的特殊类型，如八、十二、十三号分陵园。第四，无兆型，既无中兆、又无内兆，如五、七号

分陵园〔见图十二〕。其中任何一种与“咸阳塬类型”都不同。双兆型虽然有两重隍壕，但内兆仅围绕一座

‹1›   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90－93页。

‹2›   段清波《关于神禾原大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第53－61页。

〔图十三〕 战国中山王陵铜板兆域图摹本
采自杨鸿勋 《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 《考古学报》 1980年第1期， 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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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墓；如果是两座大墓异穴合葬（九号陵园），两墓各有内兆；与“咸阳原类型”内围墙环绕两座大墓的情

况大不一样。因此，“咸阳原类型”不是雍城秦公陵园自然发展的结果，不能以围墙代替壕沟的说法简单

解释，其渊源应到秦国之外的地区去寻找。

“咸阳原类型”的“回”字形陵园形制与战国中山王 墓出土的铜版“兆域图”酷似〔图十三〕。铜版上用

金银错出中山国陵园的平面图，为东西向横长方形，有双重围墙，即“中宫垣”和“内宫垣”，内宫垣内有

“凸”字形夯土平台（丘），其上东西并列5座大墓，墓上建享堂，“王堂”及其两侧的“哀后堂”“王后堂”居中

偏前，两座“夫人堂”靠边偏后；内宫垣北墙外自东向西标注有四个宫室名称。陵园南向，双重围墙的南

墙正对王堂处均辟一门。发掘的平山M1为南北向“中”字形，墓上封土带三级台阶，即享堂建筑的中心

夯土台——墉；墓南有2座车马坑、1座杂殉坑、1座船坑；M1东面的M2即哀后墓
‹1›
。至今未见大墓周围陵

园的报道，可能尚未钻探出来，也可能在公元前309（或308）年王 下葬时，王后、夫人还在世，故陵园

整体尚未完工。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很多学者注意到中山国陵园兆域图与辉县固围村墓地布局很相似。固围村墓地

范围颇大，“广袤约600米”，中心的长方形台基东西150米，南北135米，其上东西并列3座南北向“中”字

形大墓；墓口上部有“享堂”建筑遗迹；周围有版筑夯土墙基，一起构成“回”字形陵园
‹2›
。固围村大墓不是

魏王陵，应是魏国王室显贵或封君的墓，僭越使用了王陵的制度
‹3›
。

中山国陵园规划图并非独创，“而是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一个程式化、制度化的代表作”
‹4›
。杨鸿勋先

生注意到中山国陵园兆域图与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布局的相似性
‹5›
；李学勤先生从陵园布局、大墓结构、

墓上建筑、出土器物、文字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6›
。中山是白狄鲜虞建立的国家，公元前406年被魏文

侯所灭，文侯先后把太子击、少子挚封于中山，至公元前378年中山复国。魏国二十余年的统治，使中

山从一个戎狄习气浓厚的国家而变得高度华夏化，这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如中山王铜器的长篇铭

文反复引用儒家经典，标榜儒家礼义，捍卫周室制度。中山的华化和儒家文化在中山的流行皆受魏国影

响所致。战国早期魏率先崛起，魏文侯尊儒进贤，文化建设走在诸国前列，许多新制度发轫于兹。所

以，中山王墓兆域铜版的陵园制度应袭自魏国。

秦自献、孝二公变法图强，大幅度吸收东方国家的制度文化，延揽人才，文化面貌由此发生巨变。

学界曾注意到秦铜容器、陶器、兵器乃至都城形态的转变，现在从咸阳原秦陵的新发现可知，在陵墓制度

‹1›   前揭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第2页。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69页。

‹3›   前揭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第91－94页。

‹4›   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第119页。

‹5›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6›   李学勤《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文物》1979年第1期，第37－41页。



024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2年第7期･ 第243期

上也发生了类似变化。

秦对东方列国文化的吸收，首选魏国。商鞅由魏入秦，变法的内容不少来自李悝的《法经》。秦惠

文王在朝中重用魏人，如张仪“魏氏之余子也”，魏章“魏人也，初为魏将”，公孙衍“号犀首，魏之阴晋人

也”
‹1›
。仪、章将相联手，奉行结魏、攻韩、弱楚的策略。秦武王即位，张仪免相，但国中魏人势力未减。

惠文后魏女，武王后亦魏女，惠文、悼武二代均娶妇于魏，可见当时秦、魏关系之密切。在这种氛围下，

魏国的陵墓制度向西影响到秦，就不足为奇了。

战国秦汉陵墓的设计施工由多级官吏监管，专职机构负责。土木工程由将作少府或将作大将及其属

下承担，但陵墓建设的总负责人往往是相邦或丞相。陵墓的选址、设计须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审定，通过

后严格执行，中途不得擅自变更
‹2›
。平山兆域铜版上还记有中山王的诏书：“王命赒为逃（兆）乏（法），阔

狭少（小）大之则（制），又（有）事者官图之。建（进）退违乏（法）者死亡（无）若（赦），不行王命者殃连子

孙。亓（其）一从，亓（其）一藏府。” 赒即司马赒，时任中山国相邦。由相邦总揽陵园事务应是战国时通

例。秦惠文王时张仪先后三次任秦相，任期最长，共计13年
‹3›
，而且主要在惠文王后元年间，因此秦惠

文王的公陵很可能是由张仪主持规划、设计的。作为魏人，他受当时风气影响，充分参考了东方列国、尤

其是魏国的陵园制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自秦孝公发求贤令后，东方客卿西行入秦，络绎不绝。他们带来治国新理念的同时，也促成了文化

上的转型。在东方客卿的直接参与下，陵园规划设计借鉴东方列国，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前的新特征。

这些东方客卿及其设计思路可说是战国秦陵设计中的创新派，“咸阳原类型”正是创新派的产物。当然，

也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做了一些调整，比如把平山兆域图那种横长方形陵园旋转为纵长方形，在墓上堆

筑封土，把用于祭祀的礼制建筑移至墓侧等。

“咸阳原类型”覆斗形封土的形制也应来自东方。东方国家中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覆斗形封土。以

洛阳西郊周山东周王陵为例，“灵王冢”（编号ZSM1）和“三王冢”（编号ZSM2、ZSNM3、ZSM4）
‹4›
的封土皆为

覆斗形，M1封土边长105－110米，高约20米；M2封土遭破坏, 东西长 25米, 南北宽 41米 , 高约 12米；

‹1›   马非百《秦集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3页。

‹2›   《汉旧仪》：“（始皇）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

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

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所谓“章程”就是陵园规划图，与中山王墓兆域图是一回事。参见（宋）马端临《文献通考

（第六册）》卷一二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3835页。

‹3›   惠文王十年张仪首任秦相，至后元三年相魏，计6年；后元四年张仪第二次相秦，至后元七年乐池相秦，计3年；后元八年张

仪第三次相秦，至后元十二年相楚，计4年。

‹4›   曹魏《皇览》及北魏《水经注》皆云周山大墓是周灵王和景王、悼王、定（敬）王墓，学者多从之。李德方《洛阳周山东周王陵考

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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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东西长 82米, 南北宽 70米, 高约 14米；M4东西长25米 , 南北宽 55米 , 高约 12米
‹1›
；其年代相当于春秋

晚期，早于秦惠文王公陵。已发掘的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封土为长方形覆斗状，长76米、宽36米、高

10米，墓主为越王允常，年代为春秋末年
‹2›
，也早于秦公陵。《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见到的“封之若堂

者”，应即覆斗形封土。这种封土形制自东向西的传播过程是很清楚的。

 “咸阳原类型”的南北向墓型也显示了来自东方的强烈影响。公陵、永陵的王墓东、西墓道短，南、北

墓道长，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们属南北向墓型。众所周知，东周秦墓绝大多数为坐西向东的东西向。不仅

大型陵墓，数量众多的中小型秦墓也以头西足东的葬式为主；年代不限于东周，西周秦墓亦如此，可见

此传统根深蒂固。周人流行南北向墓型，在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战国时东方诸国的陵墓也多南北向，

如韩王陵、中山王陵、燕王陵，以及辉县固围村大墓和洛阳金村大墓。惠文、悼武两朝对三晋周室渴慕不

已，因为那里代表了文化上的正统；秦陵一度采用南北向墓型，正是在引进东方制度与人才的时代大背

景下，受三晋两周文化的影响所致。况且那时可供参考的成例，即西周至春秋时周王的陵墓，就是南北

向的“亚”字形
‹3›
。当然，秦国君墓的南北向墓型在以前也有发现，凤翔雍城东南郊的第十四号陵园，其

主墓就是南北向的“丰”字形三室大墓
‹4›
。第十四号陵园偏居陵区的东部，相对独立，墓主可能是位深受

东土文化熏陶的秦君。东风西渐，开始较早，至惠文、悼武朝，越吹越烈。

然而，从秦昭王开辟东陵以后，秦陵又恢复了东西向墓型的传统。需要说明的是，严家沟、周陵

镇陵园的后陵均以东墓道最长，与王陵不同。二墓墓主为惠文后、悼武后。昭王二年，惠文后“不得良

死”，或曰“忧死”；悼武王后“出归魏”
‹5›
。她们因参与季君之乱而下场凄凉。二人虽然都是魏女，但在昭

王即位后去世，故按照秦人传统礼俗被葬入公陵、永陵。

“东陵类型”在某些方面回归到雍城秦公陵园的旧传统，如用环壕而不用围墙，东西向墓型，墓道普

遍带耳室，大墓的东墓道指向东偏南方向等。前二者毋庸多言，秦陵墓道的耳室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性。

在迄今发现的周代诸侯墓中，周人墓无论“中”字形或“甲”字形，其墓道均不带耳室，如曲村晋侯墓、辛村

卫侯墓、琉璃河燕侯墓、沣西井叔墓、梁带村芮公墓等。考古发现的岐山周公庙墓地属周公家族，其中的

“亚”字形大墓墓道也不带耳室。同样，东周时韩、赵、魏、燕、中山等国陵墓的墓道亦无耳室。惟有秦公大

‹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周山东周王陵调查记》，《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第5－6页。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45页。

‹3›   西周时周王陵未发现，但从陕西周公庙墓地可知其是南北向的“亚”字形。春秋时周王陵如洛阳体育场路CIM10122，为南墓道

最长的“亚”字形，出土“王作醬鼎”铭文铜鼎和“王作醬彝”铭文铜鬲，被认为是周平王之墓。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

简报》，《文物》2011年第5期，第4－11页。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第4页。

‹5›   《史记·秦本纪》：“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史

记·穰侯列传》索隐按：“……盖谓惠文后时党公子壮，欲立之，及壮诛而太后忧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讳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

亦事势然也。”前揭《史记》，第210、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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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在春秋时流行墓道带耳室的作法。雍城南郊14座陵园中有11座陵园大墓的东墓道带耳室，包括12座

“中”字形大墓和1座“甲”字形大墓，不少为南北双耳室
‹1›
。秦公大墓此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其来源尚不

明了。即便殷墟商王陵有带耳室者，如侯家庄M1500的北墓道带东西双耳室，但该现象在西北岗毕竟是

少数，因此秦公大墓在墓道设耳室的作风也尚不能确认源自殷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的墓道尚不带耳

室，这种习俗可能是从雍城时期才开始流行的。

“咸阳原类型”王陵的墓道不带耳室，应是受东方影响的结果。“东陵类型”又恢复了这个作风，并从

一条墓道发展到多条墓道带耳室，如芷阳一、四号陵园的三座“亚”字形大墓。其耳室所藏无非“厩、厨之

属”，也可能有殉人，相当于“婢妾之藏”。东陵四号陵园主墓的4个耳室经钻探“底层均有马的残骨骼、木

迹、漆皮或残骨上附着的绿色绣”，一号陵园主墓的耳室钻探出鎏金铜片、鸟骨、兽骨、漆皮等物
‹2›
。汉代诸

侯王、列侯墓的耳室被归入外藏椁系统
‹3›
，秦陵墓道的耳室与墓外的陪葬坑性质类似，在内容及功能上

有互补性，同为汉代外藏椁的前身。

 雍城陵区14个分陵园虽然平面形状各异，但陵园南北轴线方向均在北偏东20°左右，这在长方形分

陵园（三、九、十一、十三号）中表现得最清楚；“丰”字形大墓M45的墓向亦为20°。除了M45，其余24座大

墓的方向（以头向为准）在270°－301°，绝大多数在280°－290°之间。雍城陵区占地面积约21平方公里，

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各墓的墓向还能保持高度一致性，说明当时秦人已经掌握了大地测量技术；也说明

把东墓道置于东偏南方向，是秦公大墓长期以来的传统。“咸阳原”类型陵园长轴方向北偏西，大墓的东

墓道东偏北，有违这个传统。到了“东陵”类型又将之恢复：陵园长轴北偏东，大墓朝向东偏南。

“东陵类型”趋于守旧的原因值得探讨。秦昭王即位后，政治气氛陡变。魏国是惠文后、悼武后故

乡，二人因季君之乱，一忧死，一被逐出，秦国的魏人势力随之风流云散。宣太后楚人，其异母弟魏

冉秉政，长期推行亲楚而攻魏的外交政策。朝中母家外戚与宗室子弟当权，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所云：“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

间，穰侯魏冉先后五次为相邦，共二十年，“盖秦相之在位最久者”
‹4›
，权倾朝野。魏冉之前的相邦有惠

文王异母弟樗里疾（六年），齐人薛文（两年）。之前的丞相有庶长奂（一年），赵人金受（四年），赵人楼缓

（一年），时间都很短暂；之后宣太后同父弟芈戎曾任左丞相，穰侯客卿寿烛还任过一年丞相。用人方

面绝对排斥魏人，举亲避贤，显得保守而封闭。当时穰侯“恶纳诸侯客”，认为东方宾客“徒乱人国耳”
‹5›
。

‹1›   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68－270页。

‹2›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第49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

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第21页。

‹3›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

社，1985年，第121页。

‹4›   前揭马非百《秦集史》，第181页。

‹5›   前揭《史记》，第2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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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芷阳秦东陵的设计施工由穰侯、华阳君之类外戚主其事，严君疾、泾阳君、高陵君之流宗室参

与之，某种程度上摒弃原先魏人的设计方案，回归秦人的旧传统，是很自然的事。“东陵类型”正是本土

守旧派势力抬头之后的选择。当然，昭王时秦一跃成为头号军事强国，天下宾服，完全找回了民族自

信，也成为恢复传统的底气和动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魏人范睢入秦后，四亲贵退位，君主集权加

强，但范睢为秦相是在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同年宣太后葬芷阳郦山，前年悼太子归葬芷阳，东陵的

主体设施显然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了。

庄襄王以后，秦的用人政策完全转向对外开放。庄襄王元年（前249）吕不韦为丞相，秦始皇元年

（前246）为相邦，前后主政达十三年之久。不韦濮阳卫人，本东方大贾，结子楚亲得操国柄；家僮万

人，食客三千，门下集中了各类人才，所著《吕氏春秋》囊括了战国时各家各派言论，“使诸侯之士，斐

然争入事秦”
‹1›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出自东土客卿之手的陵园设计方案被重新采纳，加以修改后付诸实

施，就可以理解了。在考古发现上，我们也看到了从公陵、永陵，到夏太后陵，再到秦始皇陵一脉相承

的风格特点。

神禾原夏太后陵园、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乃至秦始皇陵园，可能都是由吕不韦主导设计的。

夏太后葬于秦始皇七年（前240），当时吕不韦为相邦，秦俑坑出有“七年相邦吕不韦”铭文铜戈。夏太后

陵园规模较小，只有一重围墙，低秦王陵一等，其纵长方形陵园及东向“亚”字形大墓显示了“咸阳原类

型”与“东陵类型”融合的趋势。帝太后葬于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已在吕不韦免相九年之后，但她与庄

襄王的合葬陵园早已建成，且有庄襄王葬入其中，其陵园应与夏太后陵相似，即双重围墙的纵长方形陵

园加上两座东西向“亚”字形大墓。目前在芷阳发现的陵园没有一座与之吻合，因此关于庄襄王与帝太后

的合葬陵园尚未发现的意见值得重视。至于秦始皇陵，《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初即位，穿治郦

山”，那么陵园的规划设计在那时或稍晚应已拟定，当时吕不韦主政。虽然吕不韦之后的秦相更迭，包

括昌平君、隗状、王绾、冯去疾、李斯，秦始皇陵的建设也延续到统一后，直到秦灭亡都没有最终完成，但

陵园的设计蓝图一经确定，施工之后若没有迫不得已的特殊原因以及皇帝的认可，是不会因人废事轻易

更改的。

综上所述，战国秦陵按形制可分为“咸阳原类型”和“东陵类型”，前者受东方国家影响，有创新特

点；后者在某些方面趋于守旧，为本土保守派势力回归传统的选择。夏太后陵、乃至后来秦始皇陵园的

规划设计，是二者发展、融合的结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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